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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制裁民事案件管辖中 “适当联系”规则的建构

宋 阳*

内容提要:2023年修正的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款通过引入 “适当联系”规则,为中国法

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尤其是涉制裁纠纷提供了新的管辖依据。与一般涉外纠纷相比,涉制裁纠

纷具有域外效应强、利益结构复杂、救济风险高等特点,仅将 “适当联系”理解为对既有连结点

的补充说明,尚不足以回应此类案件的制度需求。较为妥当的解释路径,是将其理解为一套兼具

联系识别、利益衡量与行权节制的规则结构:在联系识别上,合同、侵权、特定物项、企业控制

和资金流动等因素均可能构成案件与中国法院之间的管辖关联依据;在限制层面,司法礼让、协

议管辖、先诉和不方便法院等制度应发挥谦抑功能;在判断层面,则应围绕国家核心利益、中国

主体重要民商事利益和程序救济利益,结合直接性、实质性与可预见性展开审查。如此,既能增

强中国法院处理涉制裁纠纷的规范供给,也能避免 “适当联系”被泛化为扩张管辖的概括性

理由。

关键词:经济制裁 适当联系 国际民事管辖 国家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单边经济制裁越发成为国家间战略博弈的复杂场域,民商事主体间由于制裁政策产生的

合同履行不能与各种跨国损害情形不断增加。中国主体可以依商事合同提起合同之诉,也可以依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与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9条对违反我国反制裁

法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外国主体提起侵权之诉,进而在现实中产生了大量潜在的涉制裁民事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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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诉权的实现前提是管辖权的确定。在涉制裁民事案件中,管辖问题往往先于实体问题

而出现,并直接决定当事人能否获得救济。特别是在跨境贸易、海上运输、国际结算与供应链协

作高度交织的背景下,制裁所引发的跨国损害连结点往往超越了合同履行地或者侵权结果发生地

等传统意义上的属地管辖连结点范畴。“某海洋工程公司与S设备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作为中

国首例适用 《反外国制裁法》的侵权诉讼,〔1〕体现了中国法院可以通过合同履行地、可扣押财

产所在地等传统属地要素切入涉制裁民事案件的管辖路径。但是,该案的管辖路径以传统连结点

为前提,并未回答当被告在中国境内不具备上述任何传统连结点时法院应当如何确定管辖权的

问题。

2023年9月修正的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成为中国法院回应上述

局限、确定包括涉制裁纠纷在内的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主要规范依据。该条规定采用 “列举加

兜底”的结构。第1款通过列举方式规定,在被告住所地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时,中国法

院可以据以行使管辖权的若干连结点。第2款则进一步规定:“除前款规定外,涉外民事纠纷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若从整体解释的角度观察,第276
条内部并非彼此割裂的两套规则。其内在的一致性在于,人民法院行使被告不在中国的涉外民商

事案件管辖权时,应遵循案件与中国存在某种 “适当联系”的必要条件,而这种 “适当联系”包

括但不限于第276条第1款中的 “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

所在地、侵权行为地、代表机构住所地”。

更进一步而言,涉制裁案件之所以在管辖问题上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就在于它不同于一般

意义上的涉外私法争议。普通跨境纠纷通常主要围绕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安排、财产变动或侵权行

为展开,法院所处理的主要是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涉制裁案件往往同时嵌入外国公法措

施的域外效力、国家安全政策的竞争性运作以及国际经贸秩序中的制度冲突。单边制裁作为带有

明显政治目的和政策取向的国家措施,已经对跨国合同和其他民商事交易产生持续影响,相关纠

纷也呈增长态势。〔2〕在表面上,此类纠纷可能只是一起合同解除、付款拒绝、运输中断或服务

终止的民商事争议。但在深层结构上,却常常涉及外国制裁规范是否通过私人主体的合规行为被

传导进具体交易关系,进而对中国主体的经营活动、财产利益乃至程序救济机会造成限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涉制裁纠纷中的限制性影响并不总是以单一线条的方式即时显现。很多

时候,真正受到冲击的并非某一孤立合同关系,而是中国企业在国际经贸往来中的跨国商业布

局。供应链的某一环因制裁中断往往意味着基于多方主体、多项合同关系的跨国追偿。而当现实

中被追偿的外国企业与中国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属地联系时,对于我国法院而言,便出现了潜在

的管辖真空。也正因为如此,若中国法院在管辖层面缺乏足够清晰而具有弹性的判断标准,就可

能使那些与中国利益存在密切关联,但表面连结点分布于境外的案件落入救济缺失的困境。

因而,在这类案件中,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主体的合法民商事利益与国际交往秩序相互交

错。作为裁判者,法院必须以可预期、可说明的标准决定是否受理相关案件。随着国际博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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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南京海事法院 (2024)苏72民初2157号民事调解书。
SeeMercédeh AzeredodaSilveira,TradeSanctionsand InternationalSales:AnInquiryint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ndCommercialLitigation,KluwerInternational,2014,pp.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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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国既可能是受制裁的当事国,也可能成为反制裁的实施国,或者作为与制裁无关的第三国

参与其中。因而,有必要在管辖层面形成一套更具可操作性的 “适当联系”判断框架,以识别中

国法院在此类纠纷中的角色、利益基础与行权边界。

若仅将 “适当联系”停留在第276条第2款的兜底性表述上,便难以回应涉制裁纠纷在联系

识别、利益衡量和行权边界上的特殊问题。更合适的理解,是将其置于涉制裁纠纷的具体制度语

境中加以把握:既要说明这一规则何以能够在现行法框架内承接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主体重要民

商事利益以及程序救济需要,也要在合同、侵权、特定物项、企业控制与资金流动等典型场景中

识别联系因素,并结合司法礼让、协议管辖、先诉和不方便法院等制度,划定中国法院行使管辖

权的节制边界。循此展开,讨论的关键便不止于中国法院是否 “可以”管辖,更在于何种联系足

以构成 “适当”管辖,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应对管辖权的行使保持谦抑。

由此,在涉制裁民事案件管辖的复杂场域下,《民事诉讼法》中 “适当联系”规则的适用标

准尚待进一步澄清。哪些联系属于可以进入判断视野的相关因素,哪些联系仅属偶然或者过于间

接? 哪些联系已经足以表明案件与中国之间存在真实而实质的关联,哪些联系尚不足以支持中国

法院介入? 在联系已被识别之后,又应如何与利益衡量和程序限制规则相衔接? 正是在这些适用

问题尚未充分类型化、体系化之前,第276条第2款在涉制裁纠纷中的功能仍然处于从规范文本

走向裁判方法的过渡阶段,这也构成了本文继续展开讨论的现实起点。

二、涉制裁语境下 “适当联系”管辖规则建构的理论前提

(一)规范基础与比较法参照

2023年修正的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通过在列举连结点之外增设 “其他适当联系”,为涉

外民事管辖提供了开放性规范基础。〔3〕从规则建构角度看,该条并非单纯赋予法院抽象的自由

裁量权,而是在既有连结点之外,为法院根据案件与中国之间的实质联系进行类型化判断预留空

间。〔4〕在2023年修法之前,我国涉外管辖总体上仍依附于国内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被告在中

国无住所时,法院主要围绕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

地、侵权行为地和代表机构住所地确定管辖。第276条第2款的增设,意味着我国涉外民事管辖

开始从封闭列举走向开放判断,但这种开放判断仍应接受规范目的、联系强度和程序边界的共同

约束。

这种开放判断并非中国法的孤例。比较法上,欧盟 《布鲁塞尔条例I(修正案)》虽然仍以被告

住所地为一般管辖基础,但也允许在争议与特定成员国具有更紧密联系时偏离该一般规则。〔5〕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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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参见向在胜:《中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法体例研究》,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

184页。
参见郭镇源:《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中的适当联系原则:理论阐释与适用路径》,载 《国际法研究》2024年第2期,

第137页。
SeeVesnaLazi &PeterMankowski,TheBrusselsI-bisRegulation:InterpretationandImplementation,Edward

ElgarPublishing,202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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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上有关域外管辖的讨论,同样强调案件与法院地之间应具有实际而可说明的联系。〔6〕就涉

外民事管辖而言,可资借鉴的是在尊重被告可预见性的前提下,以实质联系修正单纯属地连结点

的思路。

因此,“适当联系”的意义,不在于无限突破传统连结点,而在于在既有连结点不足以覆盖

复杂跨境纠纷时,提供一套以实质联系为中心的规范补充机制。对中国而言,这为在全球化背景

下处理高度复杂的涉外民事争议尤其是涉制裁纠纷,提供了规则建构的制度基础。
(二)涉制裁纠纷对规则建构的特殊要求

涉经济制裁纠纷与一般涉外民事纠纷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域外效应强、利益结构复杂、
救济风险高。作为一种单边经济措施,制裁无论表现为初级制裁还是次级制裁,其 “蝴蝶效应”

都可能远超普通跨境民商事案件。例如,在美国针对伊朗和苏丹的制裁实践中,与美国并无直接

交易联系的企业也可能因间接促成相关设备或技术交易而受到调查、罚款乃至支付被冻结,进而

引发关联企业的连锁受损。〔7〕由此可见,一个表面上与制裁国并无直接联系的交易,也可能使

中国企业遭受间接制裁风险。

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 “长臂管辖”机制,将其纳入涉外国家安全

机制建设之中。美国制裁体系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依赖的正是行政执行、立法支撑与司法配合

之间的制度协同。中国虽不必复制他国做法,却有必要在法治框架内提升以司法手段解决涉制裁

纠纷的能力。尽管 《民事诉讼法》并不属于 《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与 《阻断

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所构成的反制裁法律体系本身,但其涉外管辖规则构成了私

人追偿诉讼得以展开的前提。因此,在涉制裁纠纷中构建具有弹性的 “适当联系”规则,既是回

应现实纠纷增长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反制裁法治工具箱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涉制裁纠纷的高度敏感性决定了 “适当联系”并非单向扩张规则,而是同时包含

谦抑面向。因此,涉制裁语境下的规则建构必须同时回应两项相互牵制的需求:一方面,通过弹

性连结点避免出现与中国具有实质关联的案件落入 “管辖真空”;另一方面,通过明确的限制机

制避免中国法院因过度扩张而与他国法院或外国公法措施发生不必要的正面冲突。
(三)从形式连结到利益衡量:规则建构的价值取向

由于单边经济制裁具有显著域外效应,由此引发的民商事纠纷往往伴随国家是否可以行使域

外管辖权的问题。然而,国际法对于域外管辖这一国家域外行使权力的 “灰色地带”并未提供精

细统一的规则。〔8〕从国际私法的发展经验看,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行使曾长期依赖合同签

订地、履行地等形式连结点。〔9〕此后,无论美国的政府利益分析还是政策导向分析理论,都在

·941·

〔6〕
〔7〕

〔8〕

〔9〕

参见宋晓:《域外管辖的体系构造: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界分》,载 《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85 186页。
SeeEricL.Hirschhorn,BrianEgan& EdwardJ.Krauland,U.S.ExportControlsandEconomicSanctions (4th

ed.),OxfordUniversityPress,2021,pp.210 211.
SeeInternationalLawCommission,ReportAnnexVonExtraterritorialJurisdiction,https://legal.un.org/ilc/

reports/2006/english/annexes.pdf,visitedon11January2026.
SeeRoxanaBanu,Nineteenth-CenturyPerspectivesonPrivateInternational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18,

pp.138 163.



2026年第5期

不同程度上强调应当透过形式连结点观察案件背后的实质利益。〔10〕就涉制裁纠纷而言,这一经

验的启示在于:“适当联系”规则的建构不能停留于对第276条既有列举连结点的机械类推,而

应在保持程序可预见性的前提下,考察案件是否真实承载了中国法秩序需要保护的利益。〔11〕

当然,从形式连结点转向利益衡量,并不意味着 “利益”概念可以无限膨胀。在此背景下,

中国在涉外法治框架下如何回应涉制裁纠纷,不只是个案管辖问题,也涉及我国能否在既有国际

法框架下形成有原则的回应。为保持论证的清晰性,后文所称利益可统一收束为三类:国家核心

利益,即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主体的重要民商事利益,即关键产业、重大跨境交易、海

外经营和金融结算秩序所承载的合法利益;程序救济利益,即当事人避免因制裁而陷入明显无救

济状态的利益。只有当具体连结事实能够承载上述利益之一时,才可能进入 “适当联系”的判断

范围。〔12〕此外,利益衡量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形式正义。欧盟与日本的相关实践都表明,偏离

被告住所地或一般连结点,仍须以更紧密的实质联系、公正高效的司法管理以及被告能够合理预

见为前提。〔13〕特别是日本法院所发展出的 “特殊情况下”拒绝行使国际管辖权的纠正规则,更

说明实质联系的判断始终需要以公平性和程序可接受性为边界。〔14〕

总之,在涉制裁纠纷中,“适当联系”的认定,并非单一线性的连结点检索,而是事实要素、

利益层级与程序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具体适用中,既要突破对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侵权行

为地等传统连结点的静态依赖,又要综合考量制裁对象、交易链条、实际损害、金融结算路径、

主体控制关系以及国际交往中的可预期性等因素,动态识别案件与中国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实质

且充分的联系,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科学精准的裁判指引。

三、涉制裁纠纷中 “适当联系”的合理扩张识别

面对实践中大量潜在的涉制裁纠纷,中国法院确有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扩张管辖的现实需要。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款为此提供了规范基础,但其适用不能停留于抽象宣示,而应结合

不同类型场景对 “适当联系”作类型化识别。下文即从基础识别场景与特殊识别场景两个层面展

开。所谓基础识别场景,是指涉制裁纠纷可在合同之诉或侵权之诉既有框架内确立管辖联系的情

形;特殊识别场景,则是指超越上述框架、需结合涉制裁纠纷特殊性专门发展出管辖连结点类型

的情形。

(一)“适当联系”规则的基础识别场景

为了应对现实中日益增多的涉制裁纠纷,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民免受外国单边制裁的不利

影响,各国进行了各有差异但又存在相似性的反制裁法律设计。在我国的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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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参见黄志慧:《涉外法治视域下 “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研究》,载 《法学》2023年第12期,第181页。
参见何其生:《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138 139页。
参见郭镇源:《涉外民事诉讼中适当联系原则的再观察:实践检视与适用调适》,载 《经贸法律评论》2025年第6

期,第34 35页。
SeeTrevorHartley,CivilJurisdictionandJudgementinEurope (2nded.),OxfordUniversityPress,2023,

pp.165 170.
SeeKazuakiNishioka&YukoNishitani,JapanesePrivateInternationalLaw,HartPublishing,2021,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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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组织享有向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组织和个人提起诉

讼,并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权利。而诉权行使的基础是管辖权,因制裁导致的侵权案件

日益增多的现实与国家在管辖权方面的扩张相互映照。〔15〕因而,首先应当考量的是,在现实中

有哪些涉制裁纠纷需要中国法院加以管辖。

当下,可以将涉及中国个人、企业的制裁措施分为以下几类:以政治操弄、攻击人权为目

的,以美国系列国内单边制裁法案为依据,直接对中国个人、企业以所谓 “人权” “国家安全”

为理由滥用长臂管辖实施的制裁;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为目的,直接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的

制裁,如以美国 《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为依据,由美国国防部实施的 “中国军事

企业”(Chinesemilitarycompanies,简称CMC)系列清单;对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实

施与中国无关的制裁时对中国个人、企业实施的次级制裁。

前两类制裁属于典型的以中国作为目标国的制裁措施,存在通过行使管辖权维护国家主权与

发展利益的必要。而最后一类次级制裁尽管并非直接针对中国,但在实践中往往可能涉及中国国

有企业。如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曾因提供伊朗石油运输服务,在2019年被美国财政部列

入 “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peciallydesignatednationalslist)。〔16〕尽管其随后通过合规整改被移

出了该次级制裁清单,但2025年其又被列入上述CMC清单。〔17〕因而,对于将中国国有企业视

为制裁目标的制裁措施,中国法院同样有必要在潜在的相关纠纷中行使管辖权。

然而,对于并非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国有企业的次级制裁,中国法院依当事人的请求行使管

辖权,是否具有相应的管辖利益,仍是现实中需要考量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院并不必

然在所有涉制裁纠纷中行使管辖权,仍然需要从涉制裁纠纷的实践出发,对 《民事诉讼法》“适

当联系”管辖规则适用的场景加以分析。

当追偿诉讼中的外国被告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时,人民法院可以基于 《民事诉讼法》第276
条第1款所列举的六种管辖权依据确立管辖权,包括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

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然而,在复杂的制裁实践中,可能

出现我国当事人的海外利益在我国境外受到侵害,而上述六种管辖权依据均不在我国境内的情

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 “适当联系”管辖规则本身进行剖析,确定

在哪些情况下中国法院具有管辖权。

可以从现实中的制裁案例出发,假设如下场景:中国河北某原油加工公司A被美国财政

部以违反对俄罗斯制裁为由列入制裁清单,A公司同时从德国B公司进口原油加工设施,但B
公司得知A公司被美国制裁后以此为由终止了与A之间的合同;A公司已支付部分款项,但

B公司无法继续履约,造成相应损失。德国B公司在中国无可供扣押财产,也没有设立代表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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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参见谭筱清:《反外国制裁侵权责任诉讼与合同约定仲裁条款的冲突及其纾解》,载 《法律适用》2025年第7期,第

93页。
关于该清单相关信息,请参见https://sanctionslist.ofac.treas.gov/Home/SdnList,2026年8月18日访问。
参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声明》,载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网站2025年4月21日,https://

www.coscoshipping.com/col/col6864/art/2025/art_0bd3ca445b7449549c7a2ca44a2d8eb9.html,2026年1月11日访问。



2026年第5期

在上述场景中,德国B公司与A公司在德国签订合同,约定合同的履行地在德国,不能满

足第276条第1款中的六种属地管辖权依据中的任何一种。此时,对 “适当联系”原则的考量可

以从两种思路展开。

第一,如果将涉制裁纠纷视为单纯的民商事合同纠纷,那么可以从其他 “适当”的属地要素

出发进行考量。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审理的 “浙江省某旅行社诉某邮轮公司返还 ‘南极游’

船票款项”系列案件 〔18〕是依据其他 “适当”的属地联系确定管辖权的典型例子。该案中,上海

某旅行社与某外国邮轮公司签订合同,为浙江某旅行社组团的46人购买 “南极游”船票。上海

某旅行社收到浙江某旅行社付款后向邮轮公司支付了款项,但在款项支付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旅行无法成行。由于外国邮轮公司以病毒暴发情形是不可抗力为由不予退款,进而导致了纠

纷的产生,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可依据 “适当联系”原则行使管辖权。

据此,在因制裁外力因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案件中,六种属地要素之外仍可能存在其他适

当属地要素,例如:中国是合同磋商地、关键履行准备行为地或主要结算安排地;中国是相关标

的发出地、最终受损结果地;中国已经就关联交易或平行争议形成诉讼、仲裁或保全程序。这些

要素虽未被法条明文列举,但均可在个案中成为 “适当联系”的补强依据。

第二,如果将涉制裁纠纷视为追偿侵权纠纷,则可以借鉴 “效果原则”(effectsdoctrine)对

结果地联系的解释方法。《反垄断法》(2022年修正)第2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都表明,域外行为在境内造成排除、限制竞争结果

时,结果发生地可以成为管辖连结点。需要说明的是,反垄断效果管辖与涉制裁追偿诉讼在规范

对象和政策目的上并不相同:前者着眼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后者则处理外国公法措施对私人交

易的外溢影响。因此,此处只能借鉴其 “结果地可作为连结点”的解释方法,不能将反垄断效果

管辖整体移植为涉制裁侵权管辖。〔19〕

循此思路,只有当制裁相关行为对中国境内主体造成直接、实质且可预见的民事损害时,

效果因素才可以进入 “适当联系”的判断。这里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原告已实际发生的财产减

损,也可以表现为与中国存在高度关联且可合理预见的履约利益落空、担保利益受损或关联交

易受阻。〔20〕最高人民法院在 “OPPO诉诺基亚案”中强调 “可合理预见的缔约后合同履行

地”,〔21〕亦说明结果地和履行地的判断并非静态事实,而要结合交易结构和损害实现方式作动态

识别。

(二)“适当联系”规则的特殊识别场景

依侵权之诉和合同之诉划分的两种 “适当联系”管辖解读方法,可以从法律框架上明确涉制

裁纠纷中 “适当联系”管辖适用的基础场景。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涉制裁纠纷相较于普通的民

事案件,既有可资借鉴的相通场景,也有其特殊之处,尤其在制裁与反制裁的互动实践中,产生

了许多管辖扩张的特殊场景,有必要进行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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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3)最高法民辖115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5)最高法知民辖终122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5)沪01民辖终962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167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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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特定物项或事项为连结点的管辖

“属事管辖权”(jurisdictionrationemateriae)或 “对事管辖”(subject-matterjurisdiction)

构成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上重要的管辖连结方法。在涉制裁纠纷领域,对特定物项、特定事项的

管辖构成了确认管辖最直接明确的方式。虽然这些物项、事项并不属于 《民事诉讼法》第279条

的专属管辖范畴,但却属于国家反制裁政策中需要特殊关注的对象。无论是否考虑未来将其纳入

专属管辖的范畴,当下都有必要加以重点关注。

当下,各国出口管制规则不断呈现与制裁及反制裁政策相互配合的发展趋势,尤其是针对军

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规则,已成为有效的对外政策工具。从美国对我国的制裁实践出发,近年

来美国立法机关一直高度关注我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多以 “军民融合政策”的借口展开相关进出

口管制和制裁措施。在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 ChinaEconomicand

SecurityReviewCommission)向国会提交的历年报告中,均认为中国的 “军民融合”战略构成

了对美国的重要威胁。如2025年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抹消了军事航天活动与民用

航天活动之间的界限,使诸如卫星、机械臂以及发射系统等系统和技术,能够同时服务于商业目

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目标。这些系统的两用性质以及国有企业与名义上的私营企业之间界

限的模糊,使得难以区分商业创新与军事能力。”〔22〕

面对美国单边制裁,尽管我国政府可以通过 《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

外适用办法》以及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对实施相应制裁的官员加以制裁,却往往无法触及受

制裁企业的交易相对方。而对于这些涉及制裁的国际经贸业务,我国政府往往又不宜直接介入而

进行对等的限制,而美国政府却可以直接对交易相对方采取制裁手段。因而,在制裁与反制裁的

互动实践中,制裁对象的不对等难题始终对我国反制裁措施落地的实效提出了挑战。

回应这一挑战的有效途径之一即在于构建一个从制裁行政处罚到民事追偿诉讼平滑过渡的结构

化法律体系。换言之,应当避免孤立地看待 《反外国制裁法》第6条中行政性质的反制措施制度与

第12条中民事性质的追偿诉讼制度。法院作为居中调解、公平审判的角色,相较于行政机关,更

能发挥纠纷解决的功效。将涉制裁纠纷的争端解决场域从政府对私人出口活动的行政管制关系转换

到私人之间作为合同纠纷相对方在法庭上的诉讼关系,也可以纾解制裁对象的主体不对等难题。

因而,针对某些具备反制裁功能的特殊管制物项或者该外国被告先前存在的反制裁行政处罚

事项,可由此作为适当联系依据,确立后续民事追偿诉讼中的管辖权。而从特定物项、事项上对

管辖进行制度设计,不仅可以从程序和形式上避免追偿诉讼管辖缺位的情况出现,同时也有利于

辅助实现反制裁措施以相称对等的方式落地实施。此外,值得强调的是,两种法律关系中管辖权

的程序统一并不意味着实体救济上的统一,制裁追偿诉讼的实体审理仍然需要结合具体民事案情

展开分析,也不存在 “双重救济”的问题。

2.以企业控制关系识别被告所属

在涉制裁纠纷中,确定 “适当联系”管辖的另一关键要素在于确定企业的 “所属”。如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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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2025AnnualReporttoCongress,https://www.uscc.gov/
sites/default/files/2025 11/2025_Annual_Report_to_Congress.pdf,visitedon11Januar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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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涉制裁纠纷区别于一般商事纠纷,在企业控制与管理方面亦有所不同,进而导致了制裁实

践中确定管辖的方式有所不同。因而有必要厘清不同制裁规则中对企业控制的不同认定方法,从

而探讨在应用 “适当联系”管辖时可考察的具体要素。

我国 《反外国制裁法》第5条对相关主体的范围作出了界定,除了该个人或该组织可列入反

制清单外,清单还可以包括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个人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组织以及该人或该组织实际控制或者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而美国财政部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ficeofForeignAssetsControl,简称OFAC)制裁规则中的 “50%规

则”则明确,任何由一名或多名被OFAC列入制裁清单的个人或实体,直接或间接、单独或合

计持有50%或以上股权的实体,无论其本身是否被列入制裁名单,均被视为受制裁实体,其财产

及财产权益应被冻结。〔23〕二者的不同在于OFAC设立 “50%规则”的初衷是为了应对规避资产

冻结和禁止交易的行为,更着重于所有权和权益计算而非控制权,〔24〕而我国则更加重视 “实际

控制”。同时,在执行方式上,《反外国制裁法》中的相关主体并非如美国 “50%规则”一般自动

被制裁,而是要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作出决定。

更进一步而言,对 “实际控制”的衡量方法来源于 《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265条。实

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因而实际控制人

可能并非官方的管理人员。在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的背景下,尽管涉制裁纠纷的被告在中国

境内没有住所,没有代表机构,但似乎可以考虑借鉴上述制裁实践中的管辖方法,从该组织的高

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出发,确定企业的 “所属”,从而寻找其与中国的 “适当联系”。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诉讼中对实际控制的识别无论对原告中国企业还是对中国法院而

言,都有着一定的难度。〔25〕一方面,企业在与外国企业进行经贸往来时可采取的尽职调查仍

然相对有限,完全识别相关人员、组织的难度较大。而另一方面,即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也

难以在实践中完全识别上述个人和组织。例如根据 《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

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25年)第33条第1款、第3款规定,金融机构在客户尽职调查

中只需识别 “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的父母、配偶、子女等近亲属等特定关系人

信息,并没有被要求识别其他个人的配偶、直系亲属信息。而根据该办法第49条第1款第1
项的规定,金融机构对自然人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的识别仅包括该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国籍、

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以及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等信

息,而无须识别该自然人担任哪些组织的实际控制人。同时,《金融机构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

管理办法》第3条亦将金融机构的受益所有人识别义务限定于非自然人客户,并未要求金融机

构对自然人客户承担识别其对外控制关系的义务。上述规范在当下金融资产与交易普遍数字化

的场景下同样适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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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SeeRichardGordon,SanctionsLaw,HartPublishing,2019,pp.110 114.
Se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FrequentlyAskedQuestions,https://ofac.treasury.gov/faqs/398,visitedon

11January2026.
参见霍政欣:《反外国制裁法释用》,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95页。
参见韩龙、李理想:《金融数字化风险的监管挑战与应对》,载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

期,第109、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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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资金流经中国金融体系作为补强因素

企业实际控制的背后是资产与资金的流动,其同样构成了制裁与反制裁政策中的另一个关键

要素,可以由此展开适当联系管辖的特殊设计。《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1款将 “可供扣押财

产所在地”作为管辖依据之一。从涉制裁纠纷案件执行的角度出发,如果能够识别中国境内的可

供扣押财产,当然也就不存在管辖上的难题。例如,在 “某海洋工程公司与S设备公司侵权责任

纠纷案”中,法院对案涉船舶进行了诉前扣押。然而,在此类涉制裁纠纷中,资金往往是拟由国

外流向国内,我国企业作为案件的原告,被告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没有代表机构,也没有可扣押

的财产。在这一场景下,如何从资产流动方面破解管辖难题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美国通过制裁法规中相对宽泛的概念构造,大大扩张了管辖的范围。从制裁的一般授权法规

如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中的 “受美国管辖”,〔27〕到具体制裁规则如 《伊朗交易和

制裁条例》(IranianTransactionsandSanctionsRegulations)的实施,以金融制裁方式体现的次

级制裁相当典型。凡是涉及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进行的资金转移或经由位于美国的金融机构或其他

美国人的账户、清算或结算系统进行的交易,都被纳入这一范畴。举例而言,2025年以来,

OFAC以涉伊石油业务为由,对中国数家 “茶壶炼油厂”(teapotrefinery)和港口码头运营商实

施了一系列制裁。中国炼油厂与伊朗的贸易主要采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或易货贸易方

式,然而即使交易以人民币结算,只要交易资金流经美资银行,仍可能触发制裁。在某中伊石油

交易中双方使用数字人民币结算,但因资金流经摩根大通香港账户,仍然被 OFAC处以

罚款。〔28〕

这类被制裁的交易在实践中被称为 “U型交易”(Uturntransaction),是指由境外银行客户

发起、以美元计价的转账,该转账通过美国银行往来账户系统清算后返回境外。OFAC在其伊朗

交易条例修订解释中明确指出,这类交易起始于境外、经由美国金融系统清算、最终仍在境外结

束,是美元体系下的典型跨境清算行为。〔29〕

诚然,美国基于自身的金融霸权对 “U型交易”展开的次级制裁突破了一般国际法管辖规则

的界限,赋予美元清算与金融系统以惩罚性的域外效力。然而,将货币清算或资金流经地作为管

辖依据的这种做法也不可全盘否定。这种做法备受争议的原因仍然主要在于交易的双方都不是美

国人,而美国金融机构只是一个中间的管辖连结点,因而被认为与美国的联系并不密切。换言

之,在初级制裁中美国以美国银行作为连结点对美国人行使管辖权则相对不具有争议性。因为这

一做法虽然同样出于国家的金融管理权力,其对外干涉性却相对较弱,至多被认为构成了国际法

上的并行管辖 (concurrentjurisdiction),而不会造成 “不当管辖”。

因而,中国法院在确定涉制裁纠纷中的 “适当联系”管辖时可以考虑将 “资金流经中国金融

·551·

〔27〕
〔28〕

〔29〕

See50U.S.C.§1702(a)(1)(B).
Se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GuidanceforShippingand MaritimeStakeholderson Detectingand

MitigatingIranianOilSanctionsEvasion,https://ofac.treasury.gov/media/934236/download?inline,visitedon11January
2026.

Se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May2024AmendmentstotheCubanAssetsControlRegulations,Federal
RegisterVolume89,Number104,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 2024 05 29/html/2024 11618.htm,visited
on11Januar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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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作为推动从 “侵权行为地”向 “侵权行为效果地”扩张解释的催化因素,或将其视为其他

“适当联系”要素加以衡量,具体包括以下情形:合同明确中国为最终收款国,或者经由中国金

融系统完成结算。同时,还可以考虑借鉴美国制裁规则中常见的 “明知”(knowingly)这一主观

要素,避免偶然要素介入其中。若被告明知交易资金将进入中国,且其行为———如中断付款———

必然影响中国市场主体,则可以基于适当联系行使管辖权,以灵活的方式回应涉制裁纠纷管辖缺

失带来的挑战。

四、涉制裁纠纷中 “适当联系”规则的谦抑适用

前述对 “适当联系”的扩张识别并不意味着中国法院应对所有涉制裁纠纷一概行使管辖权。

相反,“适当联系”规则的建构还必须同步设置谦抑限制,以避免其本身的功能从管辖真空的填

补异化为吸纳一切涉外纠纷的概括性理由。尤其是在制裁措施往往牵连多国法院、多层交易关系

和不同公法政策的背景下,中国法院对管辖权的行使,既要回应国家利益与中国主体权益受损的

现实需要,也要避免因过度竞争管辖而引发平行诉讼,导致协议失灵与程序失序。结合 《民事诉

讼法》既有制度结构,至少应从司法礼让、程序性排除和更适宜法院三个层面加以控制。

(一)司法礼让下的利益阈值

在未对中国重大利益构成侵犯与威胁的情况下,外国单边制裁措施可能并非指向中国企业,

也未对中国的重大实体利益造成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案件中的某些要素在形式上符合与中

国具有 “适当联系”的条件,中国法院可能应当根据 “司法礼让”原则,不实际行使管辖权。〔30〕

这一点直接体现于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款中 “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的措辞上,其表明

法院在判断是否存在适当联系的基础上,对是否实际行使管辖权具有自由裁量权。这意味着,虽

然在立法上我们必须保留对可能影响我国利益的单边制裁措施进行管辖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

中,法院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度性。

因此,尽管 “适当联系”原则为中国法院提供了灵活的管辖权依据,但在具体案件中,中国

法院应当充分考虑案件与中国的实际联系程度,避免因管辖权的过度扩张而引发不必要的外交风

险和国际摩擦。特别是在涉及国际敏感问题时,法院应当仔细评估管辖的适当性,确保管辖决定

不会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此外,这样的谨慎做法也有助于防止被制裁的目标国企业故意制造与

中国的 “适当联系”,从而减少滥诉的风险,保护中国法院免受恶意诉讼的困扰。

(二)协议管辖与先诉管辖下的程序性排除

《民事诉讼法》第28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排他性管辖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的,人民法

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除应遵循该条款的限

制条件即 “不违反本法对专属管辖的规定,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外,还应重点审查协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被协议相对方或合同之外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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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张美榕:《论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适用》,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5年第2期,第

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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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方 (如制裁国政府)胁迫的情形。若协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受到外部压力或胁迫影响,该

排他性管辖协议可能因意思瑕疵而归于无效,法院应就协议效力予以审查;认定协议无效或不予

适用的,应依据其他管辖规则行使管辖权,而非以协议为由拒绝受理。

此外,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281条的规定,当一方当事人在外国已先行起诉,且该案件不

涉及我国的专属管辖或更为方便的管辖地时,中国法院亦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在此情形下,

中国法院应考虑到外国法院已先行行使管辖权的情况,并综合判断是否存在进行管辖竞争的合理

理由。

(三)不方便法院下的更适宜法院考量

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282条的规定,在排除专属管辖和协议管辖的前提下,如果具体案件

在国外审理更为方便,中国法院可以拒绝行使管辖权。这一条款为法院提供了在某些情况下不行

使管辖权的选择,尤其是在案件涉及复杂的跨国因素时,法院有权考虑案件是否能在其他国家的

法院更有效、便捷地处理。〔31〕该条款在反制裁案件的情境下,同样构成了对 “适当联系”原则

的限制。在涉制裁纠纷中可设如下纠纷场景。德国A公司与俄罗斯B公司签署了原油进口协议,

中国C公司则与A公司签署了相关石油化工产品买卖合同。然而,由于俄罗斯颁布的反制裁规

则,俄罗斯法院宣布原油进口协议无效,运输途中的货物被冻结,A公司因缺乏石油原材料而无

法履行与C公司的合同,C公司于是在中国法院起诉A公司。在这一场景中,显然C公司与中

国法院兼具客观的地域联系与可预期的效果影响,足以构成适当联系。然而,纠纷产生的主要事

实显然发生在俄罗斯境内,法律适用同样涉及俄罗斯法,在此情形下,中国法院显然并非便于行

使管辖权的场所。

综上所述,谦抑限制的适用并非否定中国法院的管辖可能,而是在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中

国主体重要民商事利益或明显程序救济利益的前提下,对开放性条款进行校正。只有当扩张识别

所揭示的联系事实足够实质,同时上述限制事由不足以排除管辖时,“适当联系”方能成立。

五、涉制裁纠纷中 “适当联系”的判断方法

在前述规范基础、扩张识别与谦抑限制之上,涉制裁纠纷中 “适当联系”的判断可以进一步

归纳为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为避免 “利益”概念在个案中被任意扩大,法院可依四个步骤展开审

查:第一,识别案件是否存在与中国有关的联系事实,如缔约、合同履行、结果发生、物项控

制、资金流经,或原告是否在其他法院面临实质性司法障碍等;第二,判断该联系事实所承载的

利益层级,分别审查其是否触及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主体重要民商事利益或程序救济利益;第

三,审查该影响是否具有直接性、实质性与可预见性,防止以过于偶然、间接或事后拼接的因素

建立管辖;第四,以司法礼让、协议管辖、先诉和不方便法院等规则作谦抑校正。只有前三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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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黄志慧:《我国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立场与方法———民事诉讼法第281条之体系解读》,载 《法学研究》2024年

第4期,第213 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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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且第四步不足以排除时,方可认定案件与中国存在 “适当联系”。〔32〕

(一)国家核心利益与重要民商事利益的识别

首先,就国家核心利益而言,以中国为直接制裁目标,或者在关键能源、通信、航天等战略

领域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制裁措施,通常足以构成较强的管辖利益。在 “印尼棕榈油种植园耕作权

抵押权”案中,法院即从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合法权益受损这一角度,认定案件与我国存在适当、

必要、合理的联系。〔33〕该案表明,适当联系并不以争议财产位于中国境内为前提,只要案件真

实承载了我国主体海外重大经营利益,就可能形成中国法院介入的正当性。

其次,就中国主体的重要民商事利益而言,涉制裁纠纷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商事争议,正在于

制裁这一异常外力打破了原有的交易秩序分配。当制裁直接冲击中国主体在重大跨境交易、关键

原材料供应或海外投资中的合法利益时,中国法院有必要通过管辖判断实现一定程度的 “再平

衡”。但这种再平衡并不意味着凡涉中国企业的案件即当然应受中国法院管辖,其强度仍取决于

产业性质、交易规模、案件与中国市场或金融秩序的关联程度。〔34〕

再次,利益识别还应与 《民事诉讼法》内部其他管辖规则相协调。即便一方当事人是中国国

有企业,如果其与争议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一般商事利益,而当事人已作出真实有效的排他性管辖

约定,且案件在外国审理更加方便,中国法院仍可依第280条尊重当事人选择。这说明 “国有企

业因素”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国家核心利益,仍需结合案件所涉及的具体利益层级判断。〔35〕

据此,在利益强度上,涉制裁纠纷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形:其一,直接触及国家核心利益

的案件,应对管辖作相对积极的认定;其二,主要涉及中国主体重要民商事利益的案件,应结合

交易结构、产业属性和损害强度作审慎判断;其三,仅涉及一般私益且与中国联系较弱的案件,

则不宜轻率援引 “适当联系”扩张管辖。〔36〕

(二)金融结算秩序因素的纳入

资金跨境流动既是制裁实施的重要抓手,也是判断中国是否具有实质联系的重要线索。特别

是在国际结算、信用证、账户冻结等场景中,资金是否进入中国金融体系、是否以中国为最终收

款地,以及中国金融机构是否因此承担合规与阻断的双重压力,都会影响 “适当联系”的强弱。

在次级制裁纠纷中,我国金融机构承担着相当的压力。一方面,这些国内银行承担着维持国

家跨境结算业务稳定的功能,不可能与美国完全脱钩。在实践中,银行仍然倾向于从合规出发,

先暂时遵守美国相关制裁规定。另一方面,尽管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第1款规定,任何组

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但该条第

2款仅规定了私人追偿诉讼制度,并未规定违反第1款的直接法律责任,更偏重宣示性意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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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SeeCedricRyngaert,TheConceptofJurisdictioninInternationalLaw,inA.Orakhelashvilied.,ResearchHandbook
onJurisdictionandImmunitiesinInternationalLaw,EdwardElgarPublishing,2015,pp.50 75.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3)津民终842号民事判决书。
Se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PressReleases,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b0139,

visitedon11January2026.
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4)陕民终18号民事裁定书。
Se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PressReleases,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2546,

visitedon11Januar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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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于那些并非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国有企业的制裁措施,银行显然无法具体判断何为 《反外

国制裁法》中的 “歧视性限制措施”,从这个角度看,银行依然倾向于先行遵守相关制裁规定。

实践中,已出现中国公民或企业被外国制裁后,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合规考虑暂停开户、结算

或支付服务的现象。这说明,无论最终实体责任如何认定,国内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成为域外制

裁外溢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传导节点。

然而,无论 “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定义范围如何,就主体对象而言,上述金融机构不可避免

地构成了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中 “协助执行”的范畴。相似地,根据 《欧盟阻断条例》第6
条第2款的规定,欧盟经营者如果因条例附录中所列法律的域外适用而遭受经济损失,有权在欧

盟成员国法院对造成损害的代表人和 “中介人”(intermediary)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这一规定允

许法院将执行、协助、传递、结算第三国域外制裁的主体一并纳入被告范围。而就 《欧盟阻断条

例》的适用而言,在 “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中,欧盟法院法律咨询官首次对 《欧盟阻断

条例》发表官方意见,认为 《欧盟阻断条例》必须被解释为凌驾于允许无正当理由终止此类义务

的国内法规则如合同自由原则之上,〔37〕并建议认定伊朗梅利银行与德国电信公司的合同应予以

维持。

欧盟阻断法实施的实践似乎表明,即使在与本国无关但涉及本国国民的次级制裁中,欧盟反

制裁政策实施的利益也可以超越当事人间的合同自由。而事实上,这一问题的根本仍然在于国家

是否意图明确地反对次级制裁及于本国公民的效力。《欧盟阻断条例》第6条第1款清晰地表明,

阻断的对象是条例附录中所列的法律。2018年该附录进行了更新,具体列明了美国对古巴、伊

朗、叙利亚的相关次级制裁规则。

回到中国的制度环境,虽然我国在总体立场上反对以次级制裁方式将第三国法律效果外溢至

中国主体,但在具体反制层面仍呈现出 “原则反对、个案回应”的特点。〔38〕因此,在将资金流

经中国金融机构作为管辖补强因素时,更稳妥的做法不是将其绝对化,而是结合国家是否已就相

关制裁采取明确反对或反制措施来一并判断。

因此,金融结算因素并非独立的当然连结点,而更适合作为判断 “适当联系”的补强因素:

在初级制裁情形中,如果中国银行、中国账户或中国清算安排直接位于交易链条之内,其与中国

的联系通常较强;在次级制裁情形中,则还应进一步审查被告是否明知资金将进入中国、相关损

害是否会在中国实现,以及国家是否对该类次级制裁持有明确反对立场。

(三)程序救济利益与最后救济因素

除实体利益外,程序救济利益亦可在边缘案件中发挥补充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

的 “最后救济”并不意味着在第276条之外另设一项独立的必要管辖制度,而是指在解释 “适

当联系”时,应将中国当事人是否可能陷入实质性无救济状态作为辅助判断因素。一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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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漆彤:《欧盟 <阻断法>的适用困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为例》,载 《财经法学》
2022年第1期,第183、185 186页。

参见外交部:《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载外交部网站2024年5月22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fzcqdcs/202405/t20240522_11309756.shtml,2026年1月

1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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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管辖 (forumnecessitatis)通常是指本无裁判管辖权的法院,为避免原告被完全剥夺诉诸

司法的机会,在案件与法院地存在最低限度联系时例外行使管辖权。〔39〕它的理论意义在于防

止 “拒绝司法”,为当事人保留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40〕而在我国现行法框架内,必要管辖并未

被单独明文规定。〔41〕因此,与其将其作为与 “适当联系”并列的独立依据,不如将其理解为解

释第276条第2款时的补充性依据:当既有连结点十分薄弱,但原告在其他法院确难获得基本救

济时,中国法院对 “适当联系”的判断可以适度吸收其精神。

据此,程序救济利益的引入必须保持克制。其核心问题不是外国法院是否会作出有利判决,

而是原告是否在事实上或法律上难以获得基本、公平和及时的司法救济。若外国法院已经正常受

理并审理案件,仅因结果不利于中国原告,显然不能当然推导出中国法院应重新通过 “适当联

系”行使管辖权。某些国家在大规模制裁背景下确曾借助必要管辖或反制裁专属管辖扩大本国法

院权限,但这类做法更多体现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下的非常态安排。其比较法启示在于说明 “无救

济风险”可以成为考虑因素,而不在于直接复制他国的特别制度。〔42〕

就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更为稳妥的做法是,将 “事实上的无法起诉”纳入程序救济利益的审

查。例如,若中国当事人因制裁而面临现实的人身自由风险或资产冻结导致无法进入外国诉讼程

序,或者外国法院事实上不可能在合理期间内提供救济,则中国法院可以在最低限度联系存在的

前提下,更积极地评价 “适当联系”。因此,最后救济因素在这一规则建构中仅具兜底和补充意

义:它不能替代连结事实,也不能绕开第四部分所述的谦抑限制,但在其他联系因素较弱而 “无

救济风险”明显的个案中,它可以帮助法院说明为什么仍应将案件纳入 “适当联系”的适用范围

之内。

六、结 论

综上,对涉制裁纠纷管辖中的 “适当联系”,既不能将其局限于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
款的兜底性表述,也不宜将其理解为便于扩张管辖的概括性授权。将其置于涉制裁纠纷的制度语

境中考察,可以看到这一规则至少承担两项功能:一是在传统连结点不足以覆盖制裁外溢损害

时,通过合同、侵权、特定物项、企业控制、资金流动等联系事实,识别案件与中国之间是否存

在真实而具体的关联;二是在联系已经显现后,再借助司法礼让、协议管辖、先诉和不方便法院

等制度,对管辖权的行使保持必要节制。

就具体适用而言,与其笼统诉诸 “国家利益”或 “公共利益”,不如将利益分析收束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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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邹国勇:《国际民事诉讼必要管辖制度的学理阐释与司法适用》,载 《国际法学刊》2025年第1期,第4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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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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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利益、中国主体重要民商事利益和程序救济利益三项,并依次审查相关影响是否具有直接

性、实质性与可预见性。其中,程序救济利益只能作为补充性因素发挥作用;必要管辖的比较法

经验,也仅能为第276条第2款的解释提供启发,不能脱离联系事实另行成立独立的管辖依据。

只有在联系事实足以承载前述利益,且谦抑限制不足以排除中国法院受理时,才可认定案件与中

国存在 “适当联系”。如此,既可为反制裁私人追偿诉讼提供较稳定的程序入口,也可在维护国

家核心利益和中国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降低平行诉讼与国际摩擦风险,推动我国涉外民事管辖

规则向更精细、更可操作的方向发展。

Abstract:The“appropriateconnection”ruleintroducedinArticle276(2)ofChina􀆳sCivilProcedure

Lawasamendedin2023providesanewjurisdictionalbasisforChinesecourtstohandleforeign-

relatedcivilandcommercialcases,particularlydisputesinvolvingsanctions.Comparedwithgeneral

foreign-relateddisputes,sanction-relateddisputesfeaturepronouncedextraterritorialeffects,

complexintereststructures,andelevatedreliefrisks.Merelyinterpreting“appropriateconnection”

asasupplementtoexistingconnectingpointscannotadequatelyaddresstheinstitutionalneedsof

suchcases.Amoreappropriateinterpretivepathistounderstanditasarulestructureencompassing
connectionidentification,interestbalancing,andexerciserestraint.Inidentifyingconnections,

contracts,torts,specificitems,corporatecontrol,andcapitalflowsmayallserveasjurisdictional

linksbetweencasesandChinesecourts;inrestriction,doctrinessuchasjudicialcomity,choice-

of-courtagreements,lispendens,andforumnonconveniensshouldfunctionwithrestraint;in

determination,courtsshouldassessnationalcoreinterests,importantcivilandcommercial

interestsofChinesesubjects,andproceduralreliefinterests,inlightofdirectness,substantiality,

andforeseeability.ThisapproachcanbothstrengthentheregulatorysupplyofChinesecourtsin

handlingsanction-relateddisputesandprevent“appropriateconnection”frombeinggeneralized

intoacatch-alljustificationforjurisdictionalexpansion.

Key Words:economic sanctions,appropriate connection,internationalciviljurisdiction,

state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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